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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菁英合謀與制度變遷 

 

本章的重點，將深入探究撤村改制過程中的菁英行動，制度結構的差異對地

方菁英產生改制的誘因，在此過程中菁英行動如何促成制度變遷。第一節將簡單

勾勒出制度差異所提供地方菁英改制的誘因。次節將進一步探討菁英如何合謀進

而促成制度變遷。最後一節的主題在制度變遷後的結構場域，檢討其是否更符合

地方菁英統治利益。 

 

第一節、  村、居委會下的制度結構 

雖然村委會選舉制度推行之後，村委會主任不再由黨組織任命，但在實際選

舉過程中還是不能脫離黨組織的領導。在村委會選舉中，在農村幹部選拔過程中

增加民主的成分，但這種改革仍是基於「黨管幹部」的基本原則上。在複雜的兩

委關係背景下，農村選舉制度還是存在著黨、政府試圖操縱選舉過程的各種跡

象，卻也由於農村直選的推行，使得許多地區出現了村委會與國家正式權力分離

的趨向。村民懂得開始使用村組法所賦予群眾的權力，試圖通過選舉將那些為自

己謀求利益與保護自己既有利益的村幹部選上來，使得村委會與村民則形成愈來

愈一體化的關係(藍宇蘊，2005：205-206；賀雪峰，2003：191)，在後壁市一位

研究員也不諱言的表示： 

 

新制度總是出現在舊制度最脆弱的地方，像村委會選舉在參與、競爭上都比居

委會選舉來的好，國家對村委會的控制不如居委會，國家對城市控制力強過

村，所以村委會選舉比居委會選舉好一些，或出現制度創新。(後壁市李研究

員，HC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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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庄「自由」政治空間之所以存在，是因為國家政策的執行需要「因地制宜」，

需要由村幹部對政策進行符合本地情況的解釋與貫徹。改革開放以來，村內政治

矛盾大量增加，一方面是村內「自由」政治空間擴張，村幹部權力增強，行事自

由度增加，另一方面，村庄的政治分化也使非體制菁英（如地方有名望者）的地

位與作用凸顯，由於他們對村庄公共事務的介入增強，也增加了其與體制菁英發

生衝突的可能性。同時，鄉、村幹部之間事實上存在的非正式關係，也促進了這

種空間的形成：部分村庄因為經濟實力的增強，而不斷減少對鄉政府的依賴，村

裡的權力結構也劃分為幹部（體制菁英）、非體制菁英、普通村民三層。非體制

菁英在村庄實際的公共生活中對國家力量產生影響，而在選舉中，非體制菁英更

可利用他在選民中的影響力決定誰能最終當選為村幹部。因此，在村級治理事務

中，非體制菁英可利用其對村民的動員能力和廣泛的村外聯繫，形成對村級體制

菁英行為（權力運行）的監督(仝志輝，2002a：16-21、70-71)。 

即使在村委會荒腔走板的選舉情況下，無可否認的是，村民的維權意識也慢

慢地萌芽抬頭。1 結果造成村庄裡的幹群關係緊張、兩委矛盾越演越烈，在在可

看出村民與黨政組織已形成農村的權力分化，使得黨政一元統治不再如從前容

易。村民懂得透過選舉程序，從而改變在鄉村關係中處於不利的村級組織的狀

況，村委會選舉的民主化，又回頭構成對村支部選舉的壓力，和村委會在權力上

對村支部的合法性優勢（賀雪峰，2003：191）。兩委矛盾的產生，根本原因在於

兩者性質與授權關係所引出的問題。村委會是由村民選舉產生，其權力來源是村

民所賦予的，理應對村民負責，而村支書記是由黨產生，是做為鄉鎮政府這一國

家權力末梢代理人。這兩者在組織性質上大不相同，對於如何完成上級政策上，

就就可能會有不同立場（賀雪峰。2003：164-167）。 

由於中央不得不去重視兩委的緊張關係，其結果卻可能是進一步拓展民主化

的動力。中央提出黨員與村委會成員交叉委任的「四個提倡」2，要求黨支書記

                                                 
1 頭前市訪談資料，2005：TC011。 
2 中央第十四號通知，提倡有關交叉委任，詳細內容可見本文第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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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必須經過選民的認可，或在村支書記選舉中開放一般黨員參與，3 來賦予黨委

在村庄的正當性。無論是開放黨內選舉或是「兩委一肩挑」，都使得黨必須透過

選舉過程獲得民意的背書，以利於其與村委會競爭。村幹部曾是國家力量深入農

村的得力助手，體現國家代理人和村庄當家人的雙重角色特徵，不過近年研究發

現村幹部所扮演的「代理人」色彩越來越弱，「當家人」色彩越來越強(仝志輝，

2002a：58-62)。 

在居委會的制度結構下，中共黨國體制就不會如此難以掌控情況了。居委會

並沒有真的自治功能，而是長期承接政府職能，沒有自治的實權，加上沒有獨立

自主的條件，譬如缺乏資源與人力，同時還要接受街道辦的考核，儼然是政府在

基層的派駐單位，完全在政府的掌控之中。改制之後，居委會變為國家力量的得

力助手，且原本村幹部的雙重角色被拿掉。村改居的情況使得兩委衝突減少甚至

消失，被選出來的居委會主任沒有實權，當然也無重要地位可言。村改居的制度

轉變讓可能是民主化契機的兩委緊張消失，被視為不重要的居委會選舉，當然也

讓地方菁英巧妙規避了選舉產生的民主壓力，將原先兩元權力結構轉變為掌握在

地方菁英手中的一元權力結構。 

在農村選舉的制度中，所出現幹群關係緊張、黨政僵局等治理困境，這也會

影響到鄉鎮幹部的績效及其相關利益，因此也出現了制度變遷的誘因。發起撤村

改居的行動者幾乎是地方菁英，無論是主動的鄉鎮政府，抑或半主動似配合的村

幹部，整個撤村改居的環節皆有地方菁英的影子存在。由鄉鎮政府主動發起的撤

村改制變遷並非特殊情況，而是一個普遍現象，在廣東省珠江村撤村過程看出基

層政府策劃與推動自上而下的制度變遷(藍宇蘊，2005：87)。本研究在頭前、後

壁市同樣也觀察到這樣的現象，地方菁英往往以市鎮動遷名義來撤村改制。雖

然，法規上對於村改居有程序規定，依據村委會組織法第八條：「村民委員會的

                                                 
3 村支書記選舉開放黨員參與的方式不一，有的地區是採所有黨員皆有投票權，有的則有限制，

而一般黨員投票的結果有些地區會列為當選村書記的條件之一（如群眾投票、幹部投票各佔多

少比例），有的只是將結果視為推薦權，主要還是由黨內幹部決定出，目前在此方面開放一般

黨員參與最多的是山東省。 



 49

設立、撤銷、範圍調整，由鄉、民族鄉、鎮的人民政府提出，經村民會議討論同

意後，報縣級人民政府批準。」從此條文得知撤村雖然由鄉鎮政府提出，同時也

必須經過村民會議「同意」才行，在實地田野調查中吾人等卻發現實際情況卻大

不同，往往是由鄉鎮政府說了算，不見得有實際的村民會議召開，村民們即使不

同意轉制，往往也改變不了鄉鎮政府決定好的局面。 

不過按照法規上的規定程序，村民會議還是會依法召開，但村民們同不同意

已經無關緊要，村幹部在改制過程中扮演著確保上級政策運作的角色，完成撤村

改制的任務。在頭前市某村改制的調查甚至發現，此村僅僅召集生產小隊長等村

幹部以做為村民會議的形式來開會通過撤村，使得大多數的村民都不知情，直到

被迫拆遷才得知此決定。即使召開了村民會議，村民假使不同意撤村也無可奈

何，會議的召開只是村幹部動員村民來進行一場同意會，形式重於實質意涵以賦

予撤村改制的合法性而已。 

本研究訪談的基層幹部與學者專便對此提出如下的看法。 

 

為什麼？有什麼原因不想改？很多的，改成居民的利益不好，例如生活習慣也

不一樣，農民變成居民是很長的過程，反正少數服從多數，如果多數是不同意

的話，就不行改。（後壁市基層政權江科長，HC059） 

 

村委會在改制過程的角色，是確保上級政策貫行，動員村民召開會議，動員大

家來同意，一次不同意就多召開幾次，直到同意。（頭前市李教授，TC024） 

 

村裡也有問題，嘴上說說，也沒貼公告出來，老百姓沒看見，政府找個人到生

產隊開會，把生產隊長集合起來，開會就過了，這是鎮裡定的。（頭前市村改

居王先生，TC049） 

 

鄉鎮政府對撤村改制擁有主導權，即使法律上規定必須通過村民大會同意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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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為之，但村民實際上是沒有能力拒絕的，村、居的制度差異和改制的主導權力，

將提供菁英制度變遷的誘因，讓地方政府輕易改變不利於己的制度結構，下節將

進一步探討地方菁英如何採取合謀行動。 

 

第二節、撤村改制的菁英合謀 

 

改革以來，村庄內由於經濟利益的凸顯，村庄的自主性不斷提升的情況下，

一個個有自立意識和獨特個性的村庄，終於出現在鄉鎮政府面前。當然在村庄以

上的鄉鎮政府也有其自身特有的利益，有效的行政效能與強化基層控制的政權建

設，使得鄉村利益逐步分立，鄉村關係的離心傾向逐步增大，此時的鄉鎮政府開

始扮演一個日益加強對村庄掌控的控制者角色。當然，面對來自鄉鎮政府的這種

控制，村庄表示抵制立場，使得雙方的對立加劇村庄矛盾，也讓村庄表現出更強

的自主，鄉村的糾結關係在農村直選中明顯可見(仝志輝，2002a：30、70-71)。

村委會架構下兩種不同來源的合法性衝突表現在兩委衝突與幹群矛盾等情況

上，凸顯出社會與國家權力兩者的拉鋸分離現況。 

在村委會制度下的水平關係可能出現黨政僵局，垂直關係則可能出現鄉村矛

盾與幹群緊張，但在居委會制度下反而提供黨政集中權力與強化統治能力的情

況，如果地方菁英有能力改變村委會架構轉為有利於己的居委會架構，既可繼續

維持一個他們能掌握的選舉，以賦予他們統治的正當性，又不受到民選壓力約

束，那麼地方菁英在這場域中的就出現誘因來促使他們推動這樣的制度變遷。 

換言之，村、居的制度差異提供了地方菁英誘因來改變現況架構，撤村改居

的變遷對自身利益與權力集中更有利。那麼既然他們有能力改變現況，特別是鄉

鎮政府有絕對權力來促成權力集中與解決治理困境、制訂更有利的遊戲規則，促

成制度變遷的誘因便因此產生。村民在撤村改制的過程裡，角色是被動而影響力

也是微乎其微，能操控掌握撤村改居過程的是地方菁英，特別是鄉鎮政府的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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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頭前市與後壁市皆可看見這種由鄉鎮政府主導的撤村改制。 

在撤村改制的過程中，這些基層政府是改制方案的制訂者與直接推動者，而

村幹部則是被說服的行動集團，接近於半強制與半主動下的配合。所以，在制度

變遷的過程中，作為第二行動集團的村幹部對自身利益的思量，就變得格外計較

與謹慎 (藍宇蘊，2005：87-88)。村幹部在整個撤村改制扮演著令人玩味的角色

立場，如果撤村了，村幹部該何去何從？這些村幹部在原先的村委會架構下本來

有著的資源與利益可能一夕消失，但真正決定是否撤村的決定權並不在自身手

中，而是在鄉鎮這些基層政府手中。如果不配合，也不能改變撤村的決定，那麼

只好配合鄉鎮政府的行動。在此過程中，村幹部即使無法增加本身利益，但至少

也要減少利益損失。因此，無論在廣東省或是吾人等的實地調查都清楚看到，村

幹部的立場往往與鄉鎮政府一致，負責動員村民召開「村民『同意』會議」，順

利推動一連串的撤村改制。 

 

在改制的過程中，村幹部負責協調、磨合村民。（後壁市基層政權江科長，

HC059） 

 

村委會在改制過程的角色，是確保上級政策貫行！動員村民召開會議，動員大

家來同意，一次不同意就多召開幾次，直到同意。（頭前市李教授，TC024） 

 

感覺老百姓都是最後才知道怎麼一回事，可是已經來不及了，村幹部和鎮好像

是同一夥的，村聽鎮的話，不是站在村民立場，老百姓對村、鎮很不滿，老百

姓做什麼也沒用似的。（頭前市村改居王先生，TC051） 

 

整個改制過程中，村幹部是不可或缺的群體。不過，一般而言，村幹部的立

場是不願意撤村建居的。在居委會架構下，居委會是不管理經濟，沒有額外創收，

實際上居委會也被置於街道辦下，村幹部更無法期待有著如過去村委會那般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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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自主空間和掌握資源，但即使不願意，還是得接受與妥協： 

 

村改居過程，村幹部的立場當然不願意改，以前是自己的（資產），現在是張

三李四的，這跟鎮改街道也是一樣，鎮從一級政府單位變成派駐單位，鎮原來

保持一級財政機制，且公務員的經費則由政府負擔，改為街道以後，政府不能

滿足街道，而且原先職權還是不變，（慢慢地）街道不搞經濟，要搞行政管理，

經濟由合作社搞，街道搞社區建設。村幹部的立場也是這樣，改了之後就不是

自己的，不過口中還是會改的。（後壁市民政局基層政權和社區建設處葉處長，

HC055） 

 

一旦上級決定撤村，村幹部人人自危，菁英如何合謀以促成制度變遷便是有

趣的課題。當然鄉鎮政府為了改制的順利完成，也有意識地把村幹部的利益納入

制度變遷的措施之中，將公共資源的分配作為強化支配村幹部的重要性權力，結

果則聽話的村幹部至少還能維持一陣子的利益，繼續當幹部以獲取政經資源。在

頭前市的改制過程中，村民對於改制一事是不知情的，村民會議的是以召集各生

產小隊長前來開會代替，參與開會的幾乎都是同樣也有村民身份的村裡幹部，這

些村幹部就算不願意改制，但還是必須與鎮立場一致，這樣才能繼續當幹部，不

然若與村民一起反對改制，當下立刻就失去眼前的資源利益了。 

 

老百姓沒有辦法看到文件，（幹部）他們掩埋掉了，不可能發到大隊幹部去，

只有鎮、村幹部看得到，就算發到大隊幹部，他看到了也不會跟我們講，他一

講我們就跳起來，就知道是他透露出來的，他幹部就不用當了。他要跟幹部同

方向、一樣，才能繼續當幹部，不然就沒了。（頭前市村改居王先生，TC050） 

 

我們鎮下有置業、房產等，村現在改成集團了，原來的幹部，現在一般都擔任

一官半職的，分到各地去了，村長也還可以當個幹部、房產等都有。（頭前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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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書記兼主任，TC058） 

 

頭前市一位已不再是生產小隊長的居民表示，當初撤村改制所召開的村民會

議，並沒有對村民公開公告，到場開會的其實也就是村裡幹部和他們這些生產小

隊長，他們被告知轉制的決定，然後要他們配合撤村改制的任務，以期順利完成，

他們的職位目前可以繼續被保障，而未來的福利保障也可以比別人多一些(例如

錢、鹽、酒等補助)。一般而言，這些小隊長沒有辦法改變這些決定，也不敢讓

生產小組的組員知道，因為生產小組組員一旦知道這些決定就會起來向上爭取、

抗議，這樣上級就知道是哪個小隊長洩漏協議、不與上級合作，那麼他可能現在

就沒有幹部可做，將來也沒有福利可以享受。所以往往生產小隊長採取的立場是

默默接受這樣的協議，既然無法增加利益，起碼得配合上級以減少損失，當然這

些幹部多少被確保利益，例如職位的維持或調任，像受訪者（小隊長）目前即使

沒有了職位，當初的補助也較一般村民多一點紅利，逢年過節也能得到一些米、

油等用品： 

 

我只是工具，他們都弄好了，只是叫我們去開會，生產隊長是沒有用的。是村

委會幹部才有利益。03 年村才撤掉，生產隊沒了，04 年後就沒有土地，我就

收收水電、費用，像居委會一樣。（頭前市村改居沈小隊長，TC052） 

 

雖然沈小隊長的情況最後並沒有獲得幹部一職，不過至少在當時還有幹部

當，直到整個撤村結束，也獲得了一些紅利補償，如果僅僅是這些微薄的補助就

能促成複雜龐大的地方菁英配合，那麼發動者—鄉鎮政府想要達成黨政一元化的

目標就簡單多了，實際上要使改制能順利完成，鄉鎮政府必須有意識地分配公共

資源，確保這些有影響力的幹部的政治前途或經濟前途，以取得他們的配合。 

地方政府機構擁有資源分配的優勢與高度組織化的政治資源，能輕易地控制

基層，最明顯的是「村幹部報酬制度」，這也是地方政府藉以管理村社區的便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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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上級，特別是街道，與村幹部之間，實際且最直接的關係就是管理與被管

理。街道主要是透過任免與調動村幹部等權力，來實現對村社區的管理，並進而

形成難以避免的庇護關係，造成一定的利益動力，使得基層政府可以藉由介入村

庄資源分配的過程中，進一步強化自上而下，並以權力為基本手段且以資源分配

為主要依托的利益主導性正式權力體系。(藍宇蘊，2005：204)  

在此過程中，村幹部開始轉任到其他組織單位，根據作者的調查，通常有幾

種轉調途徑，一是進入居委會體系，二是黨內部升遷，三是進入到由村集體資產

改制的股份合作公司等。  

 

新居委會的人員配備，一般由原來的村委會班子組成，當然也吸收了部分優秀

的人員，村民也比較認可，大約 70-80%是過去人員，有些不願意幹居委會工

作，他要搞經濟，就去了股份合作社。村改居之後，實行政經分置，基本上是

書記管理經濟，變為董事長，原來的主任管理行政，變為居委會主任的比較多。

（後壁市黃街道主任，HC046） 

 

居委會裡主要職位都是由黨員擔任，非黨員就算選上了，也只能當個副的，不

會擔任主要職位。居委會主任可以有公職人員的身份，上級會提拔他到行政體

系（如果表現好的話），他考試通過了，就有公職人員的身份，沒有的話，還

是可以繼續當他民選的主任。（頭前市居民賴先生，TC035） 

 

這種權威性分配使第二集團的村裡菁英不得不配合推動制度變遷的情況，普

遍存在於頭前與後壁市。優秀（或相對有影響力）的村幹部通常會留在股份合作

公司，特別是村書記會轉任為股份合作公司的董事長，以掌握豐富的資源。股份

合作公司是由村過去集體資產所組成的，每年分紅利給入股的村民，原來的村民

變為股民，可以參與股東大會來選舉董事會，當選的人通常都是過去村書記，而

且也難以將其選下，其因在於股東大會並非有意義的實體，還是由過去村裡菁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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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定結果，在廣東省珠江村撤村改制之後，理論上股東代表大會是公司的最高權

力機構，但實際上卻不具有實質的權力，股東代表主要還是「派」出來或「定」

出來的，企業最高決策權還是在黨委會或黨委會與董事會的聯席會議，村民對集

體經濟與社區事務的關注之意願難以真正通過正式渠道得到滿足，自身的利益同

樣難以通過正式渠道得到表達。(藍宇蘊，2005：119) 

 

[村改居後，村幹部去哪了？會去居委會嗎？] 好的村幹部不會去居，可能會

留在股份公司。（頭前市李教授，TC026） 

 

股份合作社發揮經濟管理的職能，董事長、總經理經過股東大會選舉產生。原

來的村民變為股民。（後壁市黃街道主任，HC045） 

 

股份合作公司基本上由村書記擔任董事長，村主任理想上是居主任人選，村民

變成股民，股份公司的董事長由股東選舉，不過一般還是由村書記當選。（後

壁市民政局基層政權和社區建設處葉處長，HC052） 

 

股份合作公司與居委會無論在職能、自主能力上皆有所不同，股份公司是屬

於經濟性的組織，也是個實權的組織，不像居委會，主要在於社區建設，而且往

往也沒有本身組織的實權，因此通常有影響力的地方菁英會進入股份公司，特別

是書記，黨的部門可以因此獲取更多資源權力。 

實際上，政府撤村改制的主要宗旨也就是為了強化街道對撤村改居地區的控

制與管理，強化居委的職能並提升居委的地位。就拿廣東省珠江村的村改制的制

度設計而言，如要求原來由街道辦事處委託村委會管轄的五個居委會交由街道辦

事處直接管理，原由村委下撥居委的經費改由集團公司上繳街道辦事處後，再由

辦事處下撥居委。原由聯隊收取的各項行政經費改由居委收取，居委不再掛聯隊

牌子，五個居委會分別建立黨支部，並歸街黨委直接領導。這些加強街道管理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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度與強化居委會職能，才是撤村改居的實質意義。(藍宇蘊，2005：88)在珠江村

改制的種種措施方案都蘊含著一個主題，即過去代表社會力量的村委會權力正轉

移到代表國家力量的街道與居委會。 

 

第三節、撤村改制後的制度變遷 

村委會制度結構下，村委會擁有獨立自治的實權，對地方政府產生民主壓

力，使得農村社會出現「國家-社會」的兩元權力結構，國家的治理困境也因此

產生，兩委矛盾或是幹群緊張隨處可見，更甚者形成黨政僵局。但這一切在撤村

改居之後，基層權力結構從過去兩元權力轉為黨政一元權力，權力集中於政府手

中，居委會的結構下，將更有利地方菁英解決過去村委會下的治理困境以及權力

分化的問題。畢竟居委會基本上扮演國家滲透基層、確實掌控城市人口動態的據

點，強化國家一元化結構的組織，居委會結構基本上並不存在民意內涵，這也意

味著本來對統治階級產生的村委會選舉壓力也會隨著改制而不見，黨政菁英透過

制度選擇而迴避了民意的壓力。 

因此，撤村改制後的制度變遷將更有利地方菁英的統治，這部份將在下述做

更清楚的描述。 

 

一、競爭意義的村委會選舉變為認可意義的居委會選舉 

 

撤村改制後，並非就立即可以成立居委會，吾人等在訪談過程中發現，並非

達到一定的戶數就能成立居委會，同時必須由街道辦同意籌建，才能開始準備籌

建居委會。在撤村改居的過程中，村民往往搬遷到不同社區，無法像過去那般連

結起來，黨政也較好控制管理，村民轉為居民後的管理往往變為灰色地帶。成立

了居委會的村改居地區，無論在選舉運作、人員組成、實際功能方面，皆從過去

村委會權力二元化轉向居委會的權力一元化，方方面面都可觀察到黨政對居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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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掌握與嚴密控管。 

居委會選舉過程，「黨」在形式上只有推薦權，但黨所推薦的人選往往會當

選。就如前一章所述，形式上的選舉程序並不能真正瞭解居委會選舉，在選舉的

操作上才有辦法更深一層瞭解到中國的基層民主化發展。在居委會的選舉運作

上，其「認可」的意義可說是大過「競爭」的性質。 

過去村委會的選舉中，直接選舉與差額選舉已是既定環節之一，候選人的推

薦與產生也出現「海選」的制度方式，以增加選舉的競爭性。不過撤村改居之後，

居委會的選舉往往是等額選舉，且大多為間接選舉，人員也是由黨指定好的，黨

會明顯支持某一個候選人，且書記會帶此候選人去讓居民認識，在頭前市頭北居

委會的情況就是如此。現任的張主任兼書記就是由過去老書記認定的，是黨內定

人選，他雖然是社區居民，不過跟居民陌生，是老書記在離開前搞居委會選舉

（2003 年）時，做宣傳動員讓大家認識他，支持他。選舉雖是差額選舉，但當

選的張主任也不否認另一候選人僅僅是陪襯的角色。 

 

本居委會於 1997 年成立，已成立八年，但 2003 年 11 月是第一次選舉，因為

之前尚未達到戶數，到 97 年起為籌備期。本社區選舉方式為直選，之前一般

居民沒有選舉，不是主人，都是由書記來管理，我選上之後也沒有馬上就任，

去年 2 月 9 日為配合屬地化而就任。因為年底總結很多，不便調動，我是前書

記是按市的意思操作才當選，我是由老書記一步步帶，之前我是上班族，小區

也都不認識我，因為開始實施屬地化政策，所以才出來選。（頭前市頭北居委

會張書記兼主任，TC055） 

 

變成居民的村民從過去能參與有競爭意義的選舉，變為僅僅是參加認可意義

的居委會選舉，這是變相地讓村改居居民被迫放棄原有的參與權。根據頭前市的

居民表示，他們的選舉是先選出居委會所有成員，因為居民參與意願低，往往是

樓組長動員去投票，使得黨所中意的人選幾乎會當選，然後再選出居主任，並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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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依照得票高低來決定居委會主任等職位，即使黨所中意的人並不是第一高票，

他也可以擔任居主任： 

 

主任、副主任的錢是由政府給的，其他成員領津貼與補助，津貼是從停車場等

出租地得來的，全部的租金上繳，再由上面發下來補助。主任選舉是指定人選

的，由黨指定的，採雙過半，也就是有一定比例投票率和得票率要過半才算當

選。例如：在主任選舉中，有 25 戶，甲得 14 票，乙得 15 票，丙得 16 票，那

麼甲、乙、丙都算當選，但並非丙獲勝（當選為主任），因為黨指定的如果是

甲的話，所以就會宣布甲當選，並非丙。那丙會覺得不公平嗎？不會，因為這

是黨的意思，要服從黨領導，就是這樣。（頭前市居民賴先生，TC034） 

 

居委會選舉是文明選舉，認可意義大，沒競爭，選的人都是熱愛社區、願意服

務的人。受居民歡迎，也有一定的身份基礎。（頭前市就業輔導人員林先生，

TC009） 

 

訪談中也有當地學者表示居委會選舉更多是儀式性的，沒辦法代表社區民

主，居委會選舉幾乎是動員後的結果，對上級政府好交差，同時也明確地表示，

某地區之所以被允許進行居委會選舉，也就在於這個地區怎麼選也不會出亂子，

這就是一個好的居委會選舉。 

 

這裡選舉是等額選舉（9 人）、間接選舉，居委會選舉更多是儀式性，沒辦法

代表社區民主。」（頭前市陳教授，TC030） 

 

市區街道其實對居委會選舉不感興趣，但是這是工作任務，所以由居委會去發

動、勸說居民參與，因為這是任務。選舉有兩個問題，一是選出來的人要合作，

這樣才不會出問題（兩委要和諧）。二是選舉參與低問題，所以居委會要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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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參與率幾乎達到 90％。當然也有積極選民去選，結果選出不團結的兩人，

這樣就不會是中央試點地方。什麼是好的選舉指標：(1) 選出來的人不要出問

題。(2) 選舉參與率高低（視動員能力、關係而定）。（頭前市陳教授，TC030） 

 

在後壁市東方社區吾人等確實也發現這樣的例子，此社區與美國卡特中心

(The Carter Center) 合作，進行社區居委會試點選舉，即使採行的是直接選舉，

不過深入瞭解選舉的過程與背景後，才發現居委會主任人選只有一位，不過此地

區官員表示此選舉是差額選舉，候選人的推薦是採預選方式，只是所有選民的意

見一致，都只有提名這一位主任人選，沒有提出其他人選，所以才變成同額競爭。

這地區的亮點選舉被大肆宣傳，表示是民主選舉的進步，不過本研究在詢問當地

相關人等之後，才發現此地區是所已被中央政府選為選舉亮點，那是因為此地區

都是高官貴人，中央政府控制很好的地方，怎麼開放選舉也不會選出亂子的地

區。4 這個情況不免令人對城市基層的「選舉」的實質意義，產生質疑。 

從上述的討論中可以發現：目前的居委會架構下，選舉未必具有民主意義。

當然，如果說村委會選舉就是民主，也並不確切。不過，本研究肯定村委會制度

是民主可能的契機，即使它弊端百出、荒誕運作，不過因為村委會的集體資產這

樣的一種特殊性，使得村民主動機積極去運作手中那張選票，選舉基層村幹部，

並從此過程中獲得民主學習的經驗。可惜改成居委會之後，居委會本身就不具有

實際權力，加上其與居民的利益也不密切相關以及黨政介入深，使得撤村改居

後，這些村改居的居民無法以手中選票去選出當家人，看似農村改為城市的經濟

進步，在政治上卻是民主的倒退，不免令人失望。 

 

第一，我們街道切實加強領導，工作力度大，頭緒多，政治性強，從區常務會

議，下發指導性文件，街道層面貫徹檔精神，對換屆選舉的各個方面做出明確

的規定，拿出實施方案。第二，配好、配強社區居委幹部，選舉前，社區與街

                                                 
4 後壁市訪談資料，2005：HC031～HC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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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招聘了一批社區工作者，下派到社區進行鍛煉，經過一段時間，社區居民認

可了，後來參與選舉，絕大部分當選了。平時也是動態管理。每個社區根據自

己的需要，向街道提出申請，由街道統一申請。（後壁市街道黃主任，HC039） 

 

居委會人員原則上屬地化，我們不強調屬地化，且承接政府下移的功能，進入

居委以後，工作一段時間，經過一個選舉的程式。（後壁市街道黃主任，HC040） 

 

居委會選舉能選上居民喜歡的人嗎？這是有差距的，80 戶選一個代表，選出

的人真的能代表所有居民嗎？不行吧，不像直選，這裡還是間接選舉，雖然提

名可以自薦，連署提名，但正式候選人還是由居幹部、居代會討論出來的，決

定哪 8 個人是候選人，在交由居民代表（80 戶一代表）去投票，看哪 5 個是

居委會成員，這 5 個人裡面，內部在去討論誰是主任。（後壁市台辦蔡主任，

HC030） 

 

在訪談這些村改居的居民，讓吾人感覺到他們的自身無能為力感，改成居

後，反而無法去爭取自身的權力，居委會對於他們而言沒有實質意義、是空洞的

象徵，改成居民身份的他們，反而對於真正有關他們利益的村，再也沒有任何權

利與意義，就這樣被剝奪了有意義的公民參與權。 

中國村改居的制度變遷並沒有走向更為善治的方向，在珠江村撤村改制的變

遷中，最具有實際意義的農村普遍推行的村委會直選制度並沒有被納入改居的制

度創新中，對於改制過程中對於民主權利問題是忽視的，依據廣東珠江村相關政

府的規定，以改制為公司的社區不參與直選，直到今天，珠江村群眾還是沒有辦

法參與選擇自己的當家人而有所遺憾(藍宇蘊，2005：115-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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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群眾自治的村委會變為國家權力貫徹的居委會 

 

雖然居委會在法規制度定義下為基層群眾組織，訪談中明顯可見居委會的功

能大致上就是「扶貧幫困」及「計畫生育」這種行政功能，反而不見居民自治的

功能，當提及居委會有無社區自治功能一類的課題時，受訪者本身也存有疑惑，

5 既然居委會扮演的角色不是居民自治功能，那麼，居委會在城市社區究竟處於

何種定位？ 

在居委會的人員組成上，大多是具有社工身份的幹部，也發現居黨書記兼任

居主任的情況不在少數，即使居主任必須透過選舉程序才能擔任，也不能隨意調

職（法規），不過吾人等在實地卻發現黨政還是可以隨意調任居主任，居主任若

兼黨員身份，那麼他就可以被調職到其他地區擔任書記，而他的居委會主任一直

便理所當然由居支書記兼任，等到下次換屆選舉時，此書記就可能被提名為候選

人，6當然也有居主任並非黨員，那麼黨將會希望他入黨，即使他不入黨，也難

以出現兩委矛盾，田野調查中確實發現，居委會主任和黨書記往往是同一人擔

任，7 因此不易出現兩委矛盾，居委會名義上雖是群眾自治組織，不過實際上它

並不具備實權，而是作為黨政向下滲透和貫徹國家權力的基層組織。 

 

居委會的構成成員主要都是黨員，居委會裡主要職位都是由黨員擔任，非黨員

就算選上了，也只能當個副的，不會擔任主要職位。（頭前市居民賴先生，

TC035） 

 

黨政除了利用制度空隙掌控居委會，還能利用優勢資源進行控制，也就是高

度組織化的政治資源—居民區黨組織—以完善組織的黨支部作為變相控制城市

基層的手段，以致於制度侵權變得輕而易舉，而居民沒有什麼有效的手段可以迫

                                                 
5 頭前市訪談資料，2005：TC020。 
6 後壁市訪談資料，2005：HC008。 
7 後壁市訪談資料，2005：HC043、HC056、HC058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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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居委會為民服務，基層政府則可以利用黨支部來保證居委會服從自己的指令，

同時基層政府還可以利用經濟資源作為自己的控制手段，即居委會成員的工作經

費、津貼、福利等都依賴基層政府提供，自然也就掌控於基層政府手中（石發勇，

2005：72）。 

街道辦往往對居委會幹部人員有統籌的能力，即使居委會幹部必須透過選舉

來產生，但是在實地瞭解後發現，街道下派一部份人員、原來幹部留用一部份、

另外街道對外招聘另一部份人員。8 而居委會著重的焦點也並不是民選幹部與

否，而是它的行政制度，街道辦下設有居委會，居委會下有樓組長，樓組長通常

為最瞭解此樓居民的人，有任何有關社區的消息都會從樓組長這裡往上層層通

報： 

 

社區這裡直接跟居民聯絡，溝通鄰居里、服務鄰居里、共建鄰居里，這裡有

11 個片居（也是 11 個黨支部），由居委幹部擔任片長，副片長由居民擔任，

副片長設有兩位，一位是黨的人，一位是居民，片居下成立樓組長，居民有問

題直接反映到樓組長，再由樓組長向上反映。」（後壁市南方社區羅書記，

HC057） 

 

對於國家統治有效率與否，樓組長的角色極為關鍵，可以說是整個國家權力

滲透最極致的觸角，居委會透過樓組長一環來深入、掌握地方一舉一動，樓組長

就像老大媽似的，時時刻刻注意著整個社區的情況，這樣的形容並不為過，樓組

長多是下岡退休的居家居民，對於社區事務較為積極且瞭解社區人口，藉著樓組

長這樣一個連結點，居委會可以將基層掌控得很好，行政控制的嚴密除了在樓組

長這樣一個制度環節上看見。甚至在後壁市，吾人等發現在當地模範社區—西方

社區裡設有議事會，據當地官員表示這是為了加強社區的溝通與瞭解民意，不只

有議事會、還有樓組長、網際網絡、社區報紙等來進行社區建設，且每棟樓層前

                                                 
8 後壁市訪談資料，2005：HC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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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懸掛著牌子，紀錄著有關此棟居民的基本資料、性質9 的牌子，對居民行為舉

動等訊息瞭若指掌，受訪者驕傲地表示這個模範社區能透過層層管道來瞭解社區

居民，深受當地政府肯定，不過吾人等從種種措施與實地觀察後，卻對這個模範

社區有著行政控制嚴密之印象。10 

 

樓組長基本是積極、動員（的樁腳），國家主要怎麼操作，選出他們要的人，

而非著重在參與上，參與是由樓組長負責怎麼去動員。選舉三年才選一次，其

實不如業主委員會的自治功能。（頭前市陳教授，TC031） 

 

怎麼動員？工作要做得細，發告居民書，宣傳參與投票是大家的權利，樓組長

會負責去動員、發動，肯定還是居家參與的多。 (後壁市西方社區謝主任，

HC017，底線為作者所加) 

 

居委會是政府職能的延伸，上級交辦下來，居委會去落實，例如：SARS 時即

非常仰賴居委會，居委會透過樓組長注意生面孔、了解人口，居委會可以將基

層掌控得很好。（頭前市張書記兼主任，TC053） 

 

居委會有「議事會」，居委會聘請有文化、有威信的人來開會，每三個月會邀

請他們過來開會，蒐集民意。每樓設一位小組長（有 61 位），樓層人少的話，

就合併，組織法規定 50 戶，不過因為人太多了，所以視情況而定，小組長會

收集民意，跟居委會報告，另設二長五大員：組長、婦代會代表、治安員、信

息員、計畫生育員、民調員、衛生員。 (後壁市西方社區居委會謝主任，HC013) 

 

                                                 
9 門棟前所掛的牌子，有此棟樓的戶數、人數、地區及在職黨員數、樓長、宣傳員、衛生員、計

生員、治保員等基本資料，每棟樓的名稱都是以住在此棟樓居民的性質來命名，所以能讓人

一目了然。 
10 後壁市訪談資料，2005：HC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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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年來中國政府強調重視「社區建設」，但並非強調居委會選舉議題，而是

重視基層黨建，研究城市社區建設的頭前是陳教授表示，其實國家是害怕群眾力

量的，社區其實是單位化的社會，國家將居委會作為分割社會的工具，使社會力

量無法連結，而由國家對此嚴密掌控，因而吾人等也更加瞭解居委會在整個制度

架構下所扮演的角色，不外乎是國家權力延伸基層的末端組織，強化行政控制。 

 

國家的想法則是：社區是單位化的社會，期望能將過去人們依靠單位轉化至社

區，那社區自治，目前自治什麼？沒什麼事做，居委會沒承擔起功能，要找自

治的事做才行。其實我們還是某種意義下的單位人，社區是單位化的社會，把

社會分割成數個社區，由國家政權來建設，我們是被動的，國家怕基層出現像

水一樣的力量，所以由國家來建設社區建構。(頭前市陳教授，TC028) 

 

當然對於居委會長期行政化及沒有自治功能的弊病，各方批評聲不斷，因此

誕生「社工站」這樣革新的制度，也就是政府在居委會層級中加設「社工站」組

織，11 用意是要承擔起過去居委會的政府功能，恢復居委會的自治功能。不過

根據作者的訪談，這部份的實際操作上卻大有文章，頗令人玩味。理論上，工作

站站長、居黨委書記和居委會主任是三種不同性質的職位，無論頭前市或後壁

市，吾人等都發現這三種職位往往由一人所擔任，三塊牌子卻同一套人馬，實際

上也無法將政府功能與居民自治區分清楚。由社工站領導居委會情況也不在少

數，更無需提到居委會恢復自治的性質： 

 

這裡由書記兼任站長，工作站成員是 400 戶配一個社工站人員，所以這裡有

10 位成員，現在是過渡階段，所以人員、經費有重疊，以後是議行分開，社

工站承擔政府下移工作，居委會是基層自治組織。（後壁市南方社區羅書記，

HC058） 
                                                 
11 後壁市訪談資料，2005：HC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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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工站與居委會的分工，由社工站承接政府的職能，以前混在一起，分的不是

很清楚。目前這裡是一居一站，主任兼站長。（後壁市街道黃主任，HC043） 

這三者的權力關係確實令人玩味，吾人等在後壁市南方社區參訪後南居委會

時，明顯發現辦公室的空間安排上同樣也呈現有趣的擺設學問，似乎也透露出這

三者的權力大小。在後北居委會牌子旁另掛了後北社工站的牌子，這兩單位同設

在一辦公室裡，很特別的是居主任的辦公室和社工站所有成員的辦公處都在同一

層，也就是一樓，並無所區分，而社工站站長的辦公室則在樓上，且站長就是社

區書記，在參訪過程中，幾乎都是社工站人員，居委會成員僅僅只有居委會主任

一位，若訪談中無加以詢問的話，一點也感受不出有居委會的存在，辦公室所有

成員都對這位謝書記兼站長必恭必敬，此社區似乎還是黨政主導，勝過以新居委

會（自治組織）主導。12 

 

社工站實際承擔了過去居委會的政府功能，人員組成上也與居委會人員大多

重疊，13由原居委會的人員直接轉入社工站，形式上居委會的政府職能轉移給社

工站以恢復居民自治，但實際上還是一樣的人馬，在換湯不換藥的情況下，居委

會還是不可能實現居民自治，甚至新的居委會反而流於虛擬化，因為原先居委會

人員轉到社工站就任，還是以社工站為主導，14訪談中當地官員也不諱言地表示

其實沒有必要多設一個單位，因為社工站就是過去的居委會，而新的居委會沒有

任何功能，居委會原本的職能就是政府職能，社工站的出現將居委會的功能取代： 

 

社工站和居委會根本沒必要兩組人馬，居委會直接轉到社工站，同批人馬，居

委會至今類似虛擬的，社工站其實就是原先的居委會，現在新的居委會沒什麼

                                                 
12 後壁市北方社區後北居委會訪談資料，2005：HC056。 
13 頭前市訪談資料，2005：TC046 等；後壁市訪談資料，2005：HC015、HC058。 
14 頭前市訪談資料，2005：TC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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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其實都是同一批人馬就行了。居委會本來是自治的，但因為居委會要屬地

化，所以某些地方會費力地去讓他想要的居民選上，形式要做好。（頭前市張

書記，TC045） 

 

居委會以前由政府發工資，為政府管理社區，九０、九一年改革，居委會不領

薪，是義務性，促使模式不一，削弱了居委會的職能，改為社工站為主，權力

轉到社工站，社工站是由市裡成立（90 年成立），是給薪的，90 個管理人員，

其中 70 多位是專職社工，在事業編制之內，領取工資，其餘為聘任，在裡頭

也設立黨組織。（頭前市張書記，TC038） 

 

新居委會在制度上變成義務性、兼職性、服務性，由選舉產生的新一批居委

會人員反而無法涉入居民事務，而變為以社工站為居民生活中心。設有社工站的

社區裡，過去居委會層層組織架構同時也被社工站取代，樓組長也轉為向社工站

報告居民狀況，一般居民也多與樓組長聯絡，當然也就將居委會與居民的連結轉

移為社工站與居民的連結，吾人等認為居委會過去與民眾接觸的唯一管道通通轉

移到社工站，使得新的居委會反而更遠離居民生活範圍，與居民脫離，更無法引

起居民的重視，難以形成居民共識，因而被虛擬化也是必然的結果： 

 

社工站的塊層為「社工站－塊長－樓組長－信息員（治安防範信息員、計劃生

育宣傳員、衛生員）」。社工站一般和樓組長的連繫較多，一般居民也多與樓組

長聯絡。改了之後，社工站綜合治理、民政、計畫生育、衛生。（頭前市張書

記，TC039） 

 

實際上，頭前市搞社工站和居委會沒意思，以前居委會功能是現在社工站的功

能，要現在新的居委會幹嘛？居委會是虛的，居委會不拿錢，是義務性的、無

工資、兼職性質，原來事務皆由社工站來接掌。所以我們也不好意思叫居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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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事，社工站自己來做，其實社工站做的事跟居委會一樣。（頭前市張書記，

TC043、TC044） 

 

相較來說，村委會所能代表的民意內涵可能高於居委會，且村委會因為與村

民的利益切身相關，村民參與意願積極，所以更容易引起民意與黨意的衝突，使

得政府、黨的控制不易，而在居委會本來就不具有自治功能的架構下，居委會也

不會因為社工站的出現就恢復居民自治，反而更可能失去與居民的聯繫，使黨政

控制變得更加容易，在強化黨建與社工站後，也強化了行政控制。 

 

政府也擔心居委會選舉後，選出亂子，無法控制，出現失控的情況，而少了政

府的腿，所以政府更加強黨建、強化社工站。 (頭前市李教授，TC023) 

 

三、黨管幹部原則的確切落實 

 

近年來，城市社區的建設在社工站的革新外，「基層黨建」的強調也是城市

焦點，不過黨政合一的體制對居委會自治功能的弱化更為直接，在體制層面，主

要是通過黨政系統人員的交叉委任，社區黨組織書記往往由街道黨工委指派，居

委會中的主要黨員幹部，往往是支委的成員，有的居委會主任甚至同時兼任社區

黨支部書記，這交叉委任職的關鍵之處是在於黨支部書記可以通過組織關係而駕

馭居委會的工作，所以在基層政治建設中，社區黨支部的建設往往佔有十分重要

的地位。 

這樣的安排不僅因為社區黨支部是基層政治的領導核心，而且因為在居委會

工作高度行政化的條件下，街道這個層面的黨政都希望通過強有力的社區黨組織

來保障街道黨政對居民區工作的指揮和領導。如此一來，各街道都形成了這樣工

作思路，即從社區黨支部建設入手居委會建設（林尚立，2003：12-13）。從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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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組織直接介入社區治理提供合法性，基層政府可以利用這種高度組織化的政治

資源---社區黨組織，變相控制城市社區（石發勇，2005：72）。 

在功能層面，「支部建在居委會上」的黨政合一體制體現在社區黨支部與居

委會功能的交叉重疊，這樣的體制確保黨組織對社區治理的政治領導和全面調

控，政黨組織介入社區治理的方式之一是掌握對居民區公共事務的決策權，一般

社區的公共事務決策權上，主要掌握在街道與黨委手中，即使黨總支書記和居委

會主任共同決策社區的日常事務，但最終決策權仍是由黨書記握有，實際上控制

的居委會的日常運作，對於比較重大的事務，還是由街道辦決定，這意味著，街

道辦和黨委不想管的，就可以由居委會自行處理，但隨時可以進行干預（石發勇，

2005：63-65），再者是黨直接執行居民區公共事務管理，最後是動員居民區黨員

參與居民區公共事務，黨組織介入社區對塑造黨的權威、鞏固黨的社會基礎的意

義（林尚立，2003：47-55）。 

居委會的改革看似將政府功能從居委會中脫離，以期恢復自治性質，不過吾

人認為自治功能本來就不存在於居委會的職責功能中，一旦將與居民聯繫的行政

工作完全轉移至社工站，僅僅將新的居委會虛擬化，截斷居委會與居民的連結，

且黨建的強調也更強化黨政一元化的結構。 

 

 

第四節、小結 

 

在農村運作多年的村委會選舉，即使荒誕走調，卻也萌芽出民主意涵，加上

村委會擁有獨立自治的實權條件下，對政府產生民主壓力，使得農村社會出現「國

家-社會」的兩元權力結構，國家的治理困境也因此產生。就目前相關報導觀察，

兩委矛盾或是幹群緊張隨處可見，更甚者形成黨政僵局，反觀居委會架構下，居

委會名義上雖為基層群眾自治組織，但實際性質上卻屬於政府派駐機構，作為黨

政掌控城市社區之組織，而無自治能力，黨政在城市社區呈現國家一元權力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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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這樣的村、居委會制度差異，促使基層政府有制度誘因去打破村委會結構而

改變現況，選擇更利己的遊戲場域，因而形成撤村改居的制度變遷。 

地方菁英是撤村改居此種制度變遷的主導者，特別是鄉鎮政府的主導權，主

動促成撤村改居的決定，再由地方菁英（村幹部等）配合改制，確保改制順利完

成，鄉鎮政府所擁有的公共資源分配權力（如職位的安排等），使得地方菁英更

加配合撤村改居的任務，這些地方菁英確實也會半主動地配合上級單位的改制，

至少可以減少本身的利益損失。 

因此，制度變遷明顯為菁英計算後的產物，撤村改居之後，基層權力結構從

過去兩元權力轉為黨政一元權力，權力集中於政府手中，居委會的結構下將更有

利地方菁英解決村委會時的治理困境以及權力分化的問題，村委會轉為居委會是

地方菁英選擇後的結果，而不是因為民主化的過程，甚至可能是反民主的過程。

因為居委會基本上扮演國家滲透基層、確實掌控城市人口動態的據點，強化國家

一元化結構的組織，並不存在民意內涵的，這也意味著本來對統治階級產生的村

委會選舉壓力也會隨著改制為居委會而不見，黨政菁英透過制度選擇而迴避了民

意的壓力。 


